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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06-2016年间高耗能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及门限效应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在技术开发阶段、成果转化阶段对产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高耗能产业正处于“U”型的左侧的下降阶段，严厉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倒逼作用，该现象在技术开发阶段体现的更为明显；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值，不同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时阻碍创新绩效的提高，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限值时则有利于产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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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y -- Two-stage Analysis Based on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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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high energy-intensive industries from 2006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 effect model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stud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st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U" typ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wo-sta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t present, high energy consuming industries are in the declining stage of "U" type, and sever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n adverse effe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ch is more obvious in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re is a single threshold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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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mpact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stage of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the negative impac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gradually weakens. In the stage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lower than the threshold, it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ile when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it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two-sta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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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在新一轮快速工业化、重工业化过程的催化下，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量快速增长、生态环境逐渐恶劣等问题也日益突出。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报告》的数据排名，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位，在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大领域表现均不够理想[1]。当前中国为数不少的企业仍未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模式，而在众多粗放发展的企业中，工业能源消耗强和污染排放体量大的高耗能产业更是成为了制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瓶颈。2016年中国高耗能产业工业销售产值占工业整体销售产值的四分之一，而能源消费总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却占到占工业整体的比例分别为74.34%、32.34%。近年来，中国愈来愈重视环境污染问题，但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仅依靠市场难以调节，环境规制作为政府为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手段，已经成为工业企业减少能源消耗和约束污染排放的关键机制[2]，也是高耗能产业走出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工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的实现也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持[3]，《中国制造2025》中明确指出，要加快企业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高耗能产业作为资源要素驱动发展的一大巨头，以技术创新推动高耗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已经刻不容缓。那么作为平衡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两大重要工具——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创新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在此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别，观点不一。
当前关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是传统的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生产经营成本，导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不足，从而降低企业的创新绩效，环境规制最终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4-6]。第二种观点为创新促进说，认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技术创新产生的正面影响超过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7]，这种观点也是著名的“波特假说”，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支持了“波特假说”[8-10]。第三种观点为不确定说，认为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之间是非线性关系，部分学者指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特征[11-13]。以上学者从不同维度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由于研究对象、指标选取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实证结果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
通过梳理前人的研究，发现以下两点值得关注的问题：第一，上述文献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工业整体和地区为主，有学者对各行业（地区）的污染密集程度进行分类，分析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的产业（地区）的作用差异[11、14]。与污染密集型产业相比，高耗能产业一样会对环境产生较大污染，同时也是资源消耗的大户，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为目的的环境规制的主要管制对象，但鲜有学者具体研究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第二，已有研究多考察环境规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15、16]，不能反映出对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有部分学者用专利数表示创新绩效，但技术专利只能代表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的成就，而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复杂过程，不止包含技术研发这一个阶段，已有研究忽略了技术创新具有阶段差异性的特点，未能全面衡量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是否会对技术创新过程的每个阶段都产生影响？对技术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是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仍亟待解决。因此，本文以《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认定的高耗能产业为研究对象[footnoteRef:1]，将能源消耗纳入环境规制测算当中，基于面板数据从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来研究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为相关行业制定合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参考依据。 [1:  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2 理论分析
	在价值链视角下，为顺利完成自主创新过程，企业必须经历研究开发、成果产业化和市场运营三个环节，即从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到研究成果的开发阶段，研究成果到经营绩效的转化阶段[17]。本文将高耗能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开发阶段即产业内企业技术创新从相关创新资源投入到实现研究成果的开发阶段，代表的是工业行业利用创新资源的创新能力；成果转化阶段是指从研究成果到提升企业经营绩效的转化阶段，代表的是工业行业研究成果的转化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影响的两阶段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两阶段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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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型构建
	结合上文的理论模型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两阶段面板数据模型以揭示环境规制对高耗能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鉴于已有学者关于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的关系观点不一，高耗能产业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为了使模型能够考察两者之间的非线性特征，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包含环境规制强度的平方项。
技术开发阶段模型和成果转化阶段模型设置如下：
                      I （1）
                        （2）
               （3）
其中，表示6个高耗能行业，；表示各个年份，；代表有效专利数；NPS代表新产品销售率；代表环境规制强度；表示控制变量集合；和为待估参数；为随机扰动项。模型1为技术开发阶段模型，模型2和模型3为成果转化阶段模型，考虑到技术开发可能对成果转化存在推动作用，故在模型3的解释变量中加入技术开发阶段的成果——有效专利数以体现两阶段之间的联系。
[bookmark: _bookmark12]3.2 变量选取
（1）创新绩效（PAT、NPS）。本研究将技术创新过程分为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由于有效发明专利数表示的国家统计局已经授权专利数量，比专利申请量更能反映技术创新产出的质量，所以在技术开发阶段选取有效发明专利数（PAT）作为技术开发阶段产业创新绩效的主导产出变量；新产品销售率（NPS）即新产品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百分比能够直接反映技术成果在市场的受认可程度，所以在成果转化阶段选取新产品销售率作为产业创新绩效的主导产出变量。
（2）环境规制（ER）。已有学者在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时采取了多种不同的指标，其中最为常见的指标有人均GDP/Energy[18、19]、不同污染物排放强度[20]、环境规制成本如污染治理费用和投资[21、22]等。考虑到在搜集高耗能产业指标数据的过程中，统计年鉴上的指标量纲差别较大，本文借鉴蒋伏心等 [3]、孙学敏和王杰 [23]的研究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采用线形标准化来处理环境规制指标，由于高耗能产业具有能耗高、污染大的特点，所以测算各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来表示环境规制强度，一般而言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越高代表环境规制越为严厉[3]。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是最具代表性能源品种，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是中国“十二五”时期的规划纲要认定的主要污染物，学者们也经常用这两种污染物来衡量生态环境的污染情况[24、25]。基于此，本文收集了细分行业能源消费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销售产值数据，得到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耗量和单位产值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然后对其进行标准化和加权平均处理，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首先是对各行业的能源消费量和污染排放量进行标准化处理，避免由于变量均值不同而导致的数据扭曲。
                      （4）
	其中，为行业污染物（或能源消耗）的单位销售产值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费量），、分别为各指标在所有行业中的最小值、最大值，为指标的标准化值。
	其次，计算各指标的调整系数。高耗能产业是由六个细分行业组成的，这些细分行业有一定的性质差异，所以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对各行业不同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很有必要。具体取值方法如下：
/                                  （5）
	其中，为行业污染物（或能源消耗）的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费量）；为行业的工业销售产值；为行业𝑖污染物（或能源消耗）𝑗的污染排放量（或能源消费量）占高耗能产业的比重；为行业的工业销售产值占高耗能行业整体的比重；经转换变为：行业某污染物（或能源）的单位工业销售产值排放（或消耗）与某污染物（或能源）单位工业销售产值排放行业平均水平  之比即为指标权重。
	最后，将各行业不同污染物（或能源）的环境规制强度汇总，计算出环境规制强度平均值。
                                                  （6）
	（3）控制变量。技术创新投入，考虑到无论是技术开发阶段还是成果转化阶段均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故将技术创新投入设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R&D内部经费、R&D人员全时当量和新产品开发经费分别作为研发经费投入（EXP）、研发人员投入(PER)和产品开发经费投入(DNP)，并以2006年为基期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对资金投入等指标进行平减。因此在模型1（技术开发阶段）中加入控制变量EXP和PER；在模型2、3（成果转化阶段）中加入控制变量PER和DNP。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但其影响因素和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本文采用行业平均用工人数与行业企业数之比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外资参与程度(FDI)，外部资本作为技术引进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与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关联密切，本文采用外商资本与港澳台资本之和占所有者权益合计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因此，在模型1、2、3中均加入控制变量SIZE和FDI。
以上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通过计算整理得到，统一统计口径，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灰色关联法进行填补。此外，鉴于创新绩效及控制变量各指标量纲大小不一，本文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bookmark: _Hlk516262556]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
	在进行面板回归之前有必要检验面板数据是否为平稳序列，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等问题。本文为保证结果的有效性采用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LLC检验）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IPS检验）判定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均拒绝了了LLC检验和IPS检验的原假设，为平稳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LLC检验
	IPS检验
	平稳性

	PAT
	-7.430 3***
	-2.304**
	平稳

	NPS
	-2.754 9***
	-2.586***
	平稳

	ER
	-7.789 5***
	-3.614***
	平稳

	ER2
	-6.118 4***
	-3.547***
	平稳

	EXP
	-1.878 7**
	-2.333**
	平稳

	PER
	-2.079 7**
	-2.292**
	平稳

	DNP
	-3.647 2***
	-2.354**
	平稳

	FDI
	-5.647 4***
	-2.322**
	平稳

	SIZE
	-1.986 3**
	-2.505**
	平稳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LLC检验和IPS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单位根。

4.2 环境规制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要确定模型的效应类型。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阶段的检验值分别为33.04，17.42，P值分别为0.000和0.004，强烈拒绝认为“随机效应模型最有效率”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本文基于此选择确定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为技术开发阶段（以有效专利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为成果转化阶段（以新产品销售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2 两阶段创新绩效的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PAT）
	模型2(NPS)
	模型3(NPS)

	ER
	-0.154 6（-3.30）***
	-0.032 7（-0.39）
	-0.046 8（-1.78）*

	ER2
	0.036 5（2.46）**
	0.004 5（0.17）
	0.006 9（1.82）*

	EXP
	2.208 4（6.17）***
	
	

	PER
	-0.628 7（2.64）**
	-1.189 8（-2.85）***
	-0.468 3（-4.65）***

	DNP
	
	0.323 8（1.30）
	0.341 8（1.29）

	SIZE
	0.135 4（1.24）
	0.493 5（2.50）**
	0.476 1（1.76）**

	FDI
	-0.468 3（-0.65）
	2.370 4（1.82）*
	2.436 8（1.85）*

	PAT
	
	
	0.202 1（2.36）**

	CONS
	0.110 3（1.03）
	0.190 8（1.01）
	0.177 1（0.92）

	F-test
	15.16***
	14.74***
	11.25***

	R2
	0.877 6
	0.349 1
	0.922 7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为t统计值。

	如表2所示，模型1中环境规制及其平方项均对技术开发阶段创新绩效有效专利数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其中环境规制系数为-0.154 6，其平方项系数为0.036 5。模型3 中的R2（0.922 7）明显高于模型2中的R2（0.349 1），这说明在解释变量中加入有效专利数的模型拟合效果更好，其回归结果也更为可信。因此，本文主要以模型3为基础来分析环境规制等因素对新产品销售率的影响。在模型3中，环境规制系数为-0.046 8，其二次项系数为0.006 9，对新产品销售率的影响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绩效呈“U”形关系，也反映了现阶段中国高耗能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两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均位于“U”形的左端下降区间，这一现象在技术开发阶段体现的更为明显，因为环境规制及其二次项对有效专利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高耗能产业在面临初期的环境规制措施时，企业首先意识的并不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改进生产方式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新清洁生产技术、治污技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高耗能产业在科技进步方面具有一定的惰性，存在“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所以在环境规制实施的初期，企业认为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末端治理或缴纳罚金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能会因此挪用科技研发的投入，影响企业技术开发的创新产出，产生一定的抵触效应。转折出现在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之后，高额的罚金对高耗能产业的企业而言已经超过其承受范围，使得企业必须转变发展战略，加快技术开发，通过更新生产技术、治污技术以及推出新产品等方式来解决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挑战。此外，在模型3中有效专利数对新产品销售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是紧密相连的，前期的技术积累为以后企业成果转化和市场占领打下了基础。
此外，通过分析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可知，控制变量对技术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别较大，在控制变量技术创新投入中，研发经费投入对技术开发阶段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PER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研发人员投入对两阶段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开发经费对新产品销售率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且对有效专利数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高耗能产业创新产出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发经费的大量投入，其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和效率有待提高，而产品开发经费并未取得提高成果转化阶段创新绩效的应有效果，反而因占用了研发经费的投入降低了技术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而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和外资参与程度对有效专利数并无显著影响，对新产品销售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原因可能是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企业在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方面会得到外资企业较多的帮助，比如提供较为成熟的生产技术指导和产品推广模式。而在技术开发阶段，外资企业通常不会分享最新的前沿技术或派遣核心技术人员到中国高耗能企业。此外，一般的高耗能产业科研实力较为薄弱，在进行纯技术开发时很难会产生规模效应，而在成果转化和市场推广方面借助以往的市场经验和外资支持则可能产生规模效应。因此外资参与程度和企业规模对技术开发阶段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而对成果转化阶段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
4.3 门限效应回归分析
	根据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发现高耗能产业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为“U”型的非线性关系。但相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在不同阶段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是否相同？不同阶段的“U”型拐点是否相同？是否存在多个拐点？这些问题还尚未解决，因此本文构建门限效应模型，将环境规制设置为门限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以期更加深入分析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找到“U”型曲线的拐点。本文参考Hansen[27]的研究利用Bootstrap抽样法来确定门限值的个数及相关统计量，抽样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两阶段的单一门限的F统计量均在10%水平上显著，双重门限的F统计量并不显著，因此认为环境规制存在单一门限效应。模型如下：
            （6）
   （7）
其中，为门限变量；为估算门限值；表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的含义可以与公式（1）、（3）中的解释一致。、分别表示当、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与公式（3）一样，成果转化阶段的门限效应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包含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绩效有效专利数。

表3 门限效应自抽样检验结果
	技术创
	假设检验
	F值
	P值
	临界值

	新阶段
	
	
	
	10%
	5%
	1%

	技术开发
阶段
	H0：线性模型
	19.23**
	0.023 3
	14.656 5
	17.429 9
	22.244 5

	
	H1：单一门限
	
	
	
	
	

	
	H0：单一门限
	11.07
	0.243 3
	16.820 0
	21.552 2
	30.121 9

	
	H1：双重门限
	
	
	
	
	

	成果转化
阶段
	H0：线性模型
	13.89*
	0.070
	12.769 7
	14.601 7
	21.747 7

	
	H1：单一门限
	
	
	
	
	

	
	H0：单一门限
	11.14
	0.260 7
	13.107 4
	15.701 6
	19.987 1

	
	H1：双重门限
	
	
	
	
	


注：采用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P值和临界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表4 门限回归结果和置信区间
	技术创
	门限区间
	t值
	系数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新阶段
	
	
	
	下限
	上限

	技术开发
阶段
	Range1（ER≤1.460 2）
	-4.57
	-0.114 8***
	-0.165 3
	-0.064 1

	
	Range2（ER＞1.460 2）
	-4.07
	-0.045 1***
	-0.067 4
	-0.022 9

	
	
	
	
	
	

	成果转化
阶段
	[bookmark: _Hlk11656341]Range1（ER≤1.009 9）
	-3.13
	-4.318 3***
	-7.088 9
	-1.547 6

	
	Range2（ER＞1.009 9）
	3.08
	0.083 1***
	0.029 0
	0.137 2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bookmark: _Hlk11318284]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的门限值为1.460 2，在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的门限值为1.009 9，门限值将环境规制强度分成了两个区间，这两个区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技术开发阶段，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1.460 2时，对创新绩效产生-0.114 8的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限值1.460 2时，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有所下降，其影响系数为-0.045 1。在成果转化阶段，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限值1.009 9时对创新绩效产生高达-4.318 3的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门限值1.009 9时，对创新绩效开始产生促进作用，其影响系数为0.083 1。这说明无论在技术开发阶段还是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强度在初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都是消极的，但是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强达到某一水平之后，其对创新绩效的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技术开发阶段）或者转为促进作用（成果转化阶段），这一结论也与面板数据回归的结果相互验证。
技术开发阶段的门限值（1.460 2）明显高于成果转化阶段的门限值（1.009 9），其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开发更偏向于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发周期较长，高耗能产业由于自身技术积累薄弱等原因对于研发清洁生产、减排等关键技术信心不足，初期的环境规制对有效专利数存在较大负向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已经达到其所能承受的最高水平，高耗能产业不得不抛弃“末端治理”方式转而寻求“源头控制”，全力以赴进行技术开发，因此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的负向影响有所减弱，但尚未达到正向影响的程度。而新产品销售率对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更为敏感，一方面是由于高耗能产业推出新型环保产品有前期技术专利作为基础，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来快速来缩短新产品推出周期，提升新产品销售收入。因此，成果转化阶段的环境规制门限值要略低于技术开发阶段的门限值，即政府在促进企业开展成果转化活动时，要采取比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更低强度的环境规制，才能达到效果。目前来看，中国高耗能产业两阶段环境规制强度均未突破“U”形曲线拐点，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发挥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技术创新两阶段视角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的非线性关系，技术开发阶段的门限值要明显高于成果转化阶段的门限值，成果转化阶段环境规制影响系数的变化幅度（门限值前后）明显大于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影响系数的变化幅度。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约束趋紧的大背景下，中国高耗能产业面临以科技促发展、以创新谋转型的现实需求，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如何？如何提高创新绩效以促进高耗能产业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两阶段的视角，运用中国 2006-2016 年高耗能产业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门限效应模型来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环境规制与两阶段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高耗能产业正处于“U”型的左侧的下降阶段；第二，环境规制与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单一门限值，不同区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程度及方向都有所不同。在技术开发阶段，环境规制对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但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高于门限值）产生的影响程度要明显弱于低强度环境规制（低于门限值）对创新绩效影响程度。在成果转化阶段，不同强度的环境规制对新产品销售率影响方向是不同的，低强度环境规制（低于门限值）会阻碍创新绩效的提高，而高强度的环境规制（高于门限值）则有利于提升产业创新绩效。第三，除环境规制外，不同阶段的创新绩效还受其他因素影响，研发经费投入对技术开发阶段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品开发经费对成果转化阶段的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研发人员投入对其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绩效受外资参与程度和企业规模的影响因技术创新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上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技术创新阶段，环境规制等因素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别，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有必要针对技术创新阶段特点的差异有所侧重的制定并调整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
综上所述，针对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①从实证结果来看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还不足以倒逼企业改善两阶段的创新绩效，因此仍需加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来促进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开发以及在已有研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成果转化，但政府也切忌陷入忽略企业处于技术创新的两个不同阶段时的特点而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②政府在使用环境规制手段促进企业高耗能企业创新绩效时，不能一成不变，在整个企业创新过程中都采取相同的环境规制手段，要针对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不同手段以更好地达到促进高耗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目的；如在技术开发阶段，高耗能企业存在较强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政府应根据地区差异和预估的产业能承受的最高强度设置环境规制标准，应以排污费征收等“控制型”环境规制手段为主，加大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推动环境规制效应尽快越过“U”形曲线拐点，将环境规制对有效专利数的抑制作用降到最低；而在成果转化阶段，技术专利对创新绩效新产品销售率具有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环境规制在成果转化阶段的门限值相对较低，新产品销售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更为敏感，此时政府不适宜采取单一激进的“控制型”命令，应该更多的通过排污权交易、绿色消费、税收返还机制“激励型”手段来推动企业来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激发环境规制对新产品销售率的促进作用。③高耗能企业应优化创新资源投入结构，重视原始创新，持续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此外，还应引进高素质人才，采取定期培训、出国交流等方式加强对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升自身科研水平，使企业进入“技术突破-绩效产出-研发投入”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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